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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距離下的裁量與道德能動性： 
基層警察的服從倫理與制度回應* 

 
邱煒翔 a 

《摘要》 

本研究探討基層警察在高權力距離組織情境中行使裁量的實作經

驗，分析制度條件如何形塑其道德能動性的展現與受限。臺灣警察體

系長期受科層化治理與服從導向文化影響，使基層警察的專業判斷傾

向被重新界定為符合程序與可稽核性的行動選擇；然而，執法現場的

情境差異與倫理需求，仍使員警必須在命令、規範與具體處境之間進

行判斷與取捨。 

本研究整合 Lipsky 的基層官僚理論、Zacka 的道德傾向框架，以及

Bandura 關於道德能動性與道德脫勾的觀點，採取詮釋取向的質性研究

方法，透過對十二位外勤員警之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分析基層警察

在制度壓力下的執法調適歷程。研究結果顯示，高權力距離的組織條

件壓縮了裁量的可見運作空間，使多數員警傾向採取以風險最小化為

導向的服從策略；惟部分員警仍透過非正式規範與細部行動調整，在

制度可容忍的範圍內維持有限的專業判斷。 

 
投稿日期：民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接受刊登日期：115 年 5 月 8 日。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之審閱與建議，對研究問題之釐清與論證結構之完善助益良

多，作者已悉心參酌並據以修正，謹此致謝。另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2025 年中國政

治學會年會暨『川普新政與美中臺新變局』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師長與學界先

進之寶貴意見，特此一併致謝。 
a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e-mail: s811371103@gm.ntpu.edu.tw。 



‧文官制度‧  第十八卷第一期  民國115年5月 

‧30‧ 

本研究指出，裁量在高權力距離組織中並非消失，而是轉化為

「是否動用」與「如何動用」的實作問題；道德能動性則為理解此一

轉換歷程的重要分析視角。研究結果補充既有裁量理論對行動過程之

靜態理解，並顯示制度環境對道德判斷空間的影響。 

[關鍵詞]： 基層警察、裁量權、道德能動性、權力距離、官僚文化 
 
 
 

壹、前言 

基層警察作為典型的第一線公共服務人員，其日常執勤長期處於高度不確定與

快速變動的環境之中。外部治安情勢的即時變化、有限的處理時間，以及法律規範

與社會期待的不斷擴張，使警察難以僅依循上級指令或既定流程進行機械式執行，

而必須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即時判斷與回應（王惀宇，2020；Lipsky, 1980; Sun et al., 

2017; Wilson, 1968b）。因此，裁量權（discretion）成為警察執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實務條件，使其得以在規範與情境之間進行調整（Klein, 2022; Manning, 2010）。既

有研究亦指出，裁量權是否能被適切運用，不僅影響執法品質與警察的工作滿意

度，更與民眾對警察的信任與正當性評價密切相關（Hoppock, 1936; Locke, 1969; 

Tyler, 1990）。 

在此脈絡下，警察裁量並非脫離制度條件而獨立運作。警察組織長期置身於高

度科層化的制度結構之中，其權力關係呈現明確而集中的上下命令體系（Hofstede, 

1980; Hofstede et al., 2010）。在高權力距離的組織文化下，基層員警較難跨越層級

進行專業協商，其行動空間往往被導向以服從命令為核心的執行模式（黃晴等人，

2024；Klein, 2022; Reiner, 2010）。在此情境中，裁量權不僅承載較高的問責風險，

也可能逐漸失去作為專業回應工具的實質功能。 

然而，即便身處相似的權力距離與命令文化之中，基層警察在實際執法過程

中，仍可能展現出不同程度的判斷彈性與回應方式。此一現象顯示，裁量的展現與

否，並非僅由組織結構或制度設計所單向決定，而與行動者在面對制度壓力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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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具備反思、判斷與承擔責任的能力密切相關。 

近年來，「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1 逐漸成為理解行動者在權威結構與

倫理困境中進行抉擇的重要概念（邱煒翔，2025；Bandura, 2002, 2017; May et al., 

2014; Zacka, 2017）。道德能動性強調，行動者並非被動地服從外在命令，而是能

透過自我反思與價值衡量，對行動後果承擔倫理責任。在警察執法脈絡中，即使身

處高度命令化與服從導向的組織文化，若基層員警具備較高的道德能動性，仍可能

在制度容許的範圍內進行彈性調整，回應現場需求與多元的正義訴求；反之，若能

動性不足，則較可能陷入僵化的服從，忽略情境差異與民眾的實質需求（Fair & 

Pilcher, 1991）。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研究並非僅止於探討「權力距離如何壓縮裁量權」，而

是進一步關注：在高權力距離的警察組織中，道德能動性如何影響裁量的展現或壓

抑，並透過行動調適，使裁量得以在制度壓力下持續發揮其倫理功能（Caldero & 

Crank, 2010; Klein, 2022）。換言之，本文將裁量視為一種嵌入制度脈絡中的實作歷

程，而道德能動性則是理解此一歷程差異性的關鍵分析視角。 

為回應上述研究目的，本文設定以下三項研究問題： 

1. 在高權力距離的警察組織中，基層員警如何理解並經驗其裁量權？ 

此種權力運作如何在組織層級與執法現場中具體展現，進而形塑其對規範、

命令與專業判斷的實踐方式？ 

2. 在高度服從導向的制度脈絡下，道德能動性於裁量實作（discretionary 

practice）2 中扮演何種角色？ 

行動者如何透過自我反思與價值衡量，在制度規範與倫理要求之間展現或壓

 
1  本研究選擇「道德能動性」作為 “Moral Agency” 的翻譯，係因其核心意涵是「行動能

力」非僅僅作為道德主體的身份，強調個體在特定情境中能夠選擇、決策並採取行動的

能力。而研究者認為「能動性」更能突出「判斷、反思與行動」的特質，不單純指於存

在或定位；且，更側重於個體「如何在結構中行動」與「行動的自由度」。 
2  本文使用「裁量實作」一詞，係為區分裁量作為制度層級之權限設計（discretion）與裁量

作為實際行動結果（discretionary behavior）。本文關注者，並非裁量是否存在或其多寡，

而是裁量如何在具體制度、組織與情境脈絡中被行動者理解、協調與執行之過程。此一

用語旨在強調裁量並非單一決策瞬間，而是一種嵌入日常工作脈絡中的行動實作歷程，

與既有基層官僚與道德能動性研究中對「實踐層次（practice）」之關注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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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其能動性，並發展具回應性的行動策略？ 

3. 當警察面對命令要求與道德判斷之間的張力時，其內在調適與行動選擇呈現

何種樣態？ 

在高權力距離組織中，是否存在可被觀察的倫理調適方式3，使道德能動性得

以在制度壓力下被維持與展現？ 

貳、文獻回顧 

一、權力距離與警察組織：制度文化的分析視角 

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最早由 Hofstede（1980）提出，用以描述組織或社

會成員對權力不均分配之接受程度。高權力距離情境通常伴隨決策集中、層級分明

與服從權威等特徵；相對而言，低權力距離則較強調參與、溝通與權力分散

（Hofstede et al., 2010）。後續研究進一步指出，權力距離不僅是文化價值指標，也

會透過組織設計、互動模式與決策過程，形塑成員對「何種行動是適當的」之理

解，進而影響其行為選擇（Bochner & Hesketh, 1994; Dorfman & Howell, 1988; 

Kirkman et al., 2006）。在組織運作層次，高權力距離雖有助於維持一致性與可控

性，卻也可能抑制基層成員的回饋與主動性，使行動逐漸傾向程序化與風險迴避

（Earley & Gibson, 2002; Khatri, 2009）。 

警察組織長期被視為高度權威化與階層化的公共組織。由於其準軍事化設計、

嚴密指揮鏈與明確責任歸屬，決策權通常集中於上級，基層警察則被期待忠實落實

命令與標準作業程序（Goldstein, 1963; Reiner, 2010）。雖然警察研究傳統未必直接

使用「權力距離」作為分析概念，但其對組織權威、角色社會化與裁量控制的討

論，實已揭示類似現象。相關研究指出，警察的強制力來自制度性授權，組織管理

風格與指揮體系會限制基層行動選項，而警察角色與行動正當性亦是在組織權威與

日常互動中被建構（Bittner, 1967; Manning, 1977; Wilson, 1968a）。同時，警察工作

 
3 本文所指「倫理調適方式」，係指基層警察在既有制度與命令架構內，透過行動選擇與

判斷調整所形成之實作策略，而非意圖指涉制度改革或規範變動。本文關注者，乃行動

者如何在制度容許的範圍內進行回應，而非制度本身的變革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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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組織社會化與行政干預等研究亦顯示，基層警察並非僅依循正式規則行動，

而是在組織期待與同儕互動中學習哪些作法是可被接受、可被交代的（Fyfe, 1979; 

Muir, 1977; Skolnick, 1975; Van Maanen, 1978）。 

從國內研究觀點來看，警察組織中的權力運作亦可置於制度文化脈絡中理解。

章光明（2021）指出，制度不僅包含正式法規與組織設計，也涵括長期累積的治理

邏輯、技術工具與行動慣習，並形塑行動者如何理解規範與如何在制度中行動。此

一觀點有助於說明，權力距離並非單純的文化態度，而是透過層級結構、命令體

系、績效評估與問責機制，在警察組織中被具體實作。當組織文化高度強調服從、

紀律與責任歸屬時，基層警察往往將「遵循程序」視為風險最低的行動策略，並在

潛在究責壓力下避免展現過多個人判斷（傅凱若、郭庭宇，2021；Rosenbaum & 

McCarty, 2017）。 

因此，高權力距離對基層警察最直接的影響，體現在裁量行為的運作方式。

Mastrofski（2004）指出，裁量並非必然消失，而可能在組織控制下被壓縮並重新界

定為「不偏離規範」的低風險選項。若績效評估過度依賴案件數量、取締率或其他

可衡量成果，則更可能強化基層警察對制度期待的順應，使「不出錯」被置於「是

否合宜」之前（Tyler & Blader, 2003）。綜言之，權力距離在警察組織中並非僅是

文化描述，而是一套透過層級、命令與評估機制具體運作的制度邏輯；其一方面維

持組織秩序與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壓縮基層警察在現場情境中的回應性與專業

判斷空間。 

二、基層警察之裁量權：制度限制下的行動實作 

基層警察的裁量權長期被視為警察執法中不可避免且具爭議性的核心議題。

Lipsky（1980）指出，前線公務人員身處資源有限、規則密集與外部壓力高度集中

的情境，必須依賴裁量進行決策。對警察而言，裁量並非制度運作的例外，而是日

常執法得以持續運作的必要條件；然而，裁量是否能成為回應具體情境的專業判斷

空間，抑或被壓縮為程序性執行的餘地，則深受制度結構、組織文化與行動者條件

影響。 

從警察執法社會學與制度論觀點來看，裁量並不只是法律授權下的技術性選

擇，而是嵌入制度、文化與場域中的行動實作。沈伯洋（2022）指出，警察執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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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律文本的直接落實，而是透過制度、文化、場域與行動等多重層次，將抽象規

範轉化為具體執法方式。章光明（2021，2024）亦指出，制度不僅由正式規範構

成，也涵括非正式文化與行動慣習，並共同形塑行動者對「可接受行為」的理解。

由此觀之，裁量本身即是一種制度化的實作過程，而非單純源自個人偏好的選擇。 

在高度制度化的警察組織中，裁量的運作方式進一步受到組織層級與權力結構

的影響。警察機構普遍具備明確指揮體系，決策權高度集中於上層，基層警察多被

期待依循標準作業程序與上級命令行動（Goldstein, 1963; Reiner, 2010）。在高權力

距離組織文化下，裁量往往被理解為具有潛在問責風險的行為；相較之下，服從命

令則成為較安全且可預期的行動策略（Hofstede et al., 2010; Rosenbaum & McCarty, 

2017）。因此，裁量並未自制度中消失，而是逐漸被重新界定為「不偏離規範」的

安全選項，並透過內部懲戒經驗、同儕傳遞與組織回饋反覆強化，使裁量與風險之

間形成穩定連結（Mastrofski, 2004）。 

此一趨勢亦常因績效管理與內部監督機制而被放大。當組織評價高度依賴案件

數量、取締率等量化指標時，基層警察更傾向將「不出錯」置於「是否合宜」之

前，使裁量行為服從於績效與問責邏輯（朱金池，2007；Black, 2010; Davis, 1970; 

Reiner, 2010; Sowa & Selden, 2003; Tyler & Blader, 2003; Worden, 1990）。在此情境

中，政策與制度不僅設定行動邊界，也透過風險與責任的配置，形塑行動者對裁量

的理解，使其逐漸被視為潛在風險來源，而非單純的專業判斷展現。國內警察績效

與考核研究亦指出，量化指標與稽核程序會強化基層行動的可控性，使員警傾向選

擇「低風險、可交代」的執法方式（朱金池，2004，2007；李湧清，1993；

Ekanayake, 2004; Worden, 1990）。 

然而，裁量在制度限制下並非全面消失。既有研究指出，即便在相似制度條件

中，基層警察的裁量實作仍可能呈現差異。Zacka（2017）提出冷漠、呵護與正義

三種道德傾向，用以描述行動者在制度壓力下的不同回應方式；這些傾向並非固定

人格類型，而是反映行動者如何在制度要求、專業責任與個人價值之間動態調適。

相關研究亦顯示，裁量行為並非單由制度或個人因素所決定，而是行動者道德判斷

與制度制約之間的互動結果（Bandura, 2002; Black, 2001; Bovens & Zouridis, 2002; 

May et al., 2014; Meier & Nicholson-Crotty, 2006; Reiner, 2010）。當行動者具備一定

程度的道德能動性時，較可能在制度可容忍的範圍內進行情境判讀與行動調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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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能動性的展現，仍受服從、績效與責任歸屬等結構性期待所限制（Zacka, 

2017）。 

綜合而言，裁量行為並非孤立的個人決策，而是多重制度條件交互作用的結

果。章光明（2024）將影響裁量實作的因素歸納為外部環境、組織、情境與個人四

個構面；本文承接此一觀點，進一步將重點放在外部規範期待如何經由組織制度、

治理機制與問責結構，被轉譯為基層警察日常執法中的行動壓力。高權力距離組織

透過決策集中、層級監督與績效考核，使裁量承載較高越界風險；但非正式規範、

地方執法文化與行動者經驗，仍可能創造有限操作空間，使裁量以低可見度、制度

可容忍的形式持續存在（Chan, 1996; Mastrofski, 2004）。因此，裁量並非單純存在

或消失，而是在制度設計、權力距離與行動者條件交織下，被持續調整與重新定義

的行動空間。 

三、道德能動性：裁量實作中的行動者條件 

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源自Bandura（2002, 2017）的社會認知理論，指行

動者在面對規範、權威與制度壓力時，仍能進行反思、價值判斷並意識行動後果的

能力。相較於將道德理解為線性成熟歷程的觀點（Kohlberg, 1981），道德能動性更

強調行動者如何在具體情境與制度限制下作出實際選擇。Bandura 指出，道德行為

並非單純源於個人信念，而是深受制度規範、組織文化與社會情境影響；因此，道

德能動性會在制度互動中被啟動、限制或轉化。 

近年公共行政與基層官僚研究，逐漸以道德能動性理解前線行動者的倫理實

作。Zacka（2017）指出，基層官僚並非僅在服從與抗拒制度之間二擇一，而是透

過不同調適方式，在制度要求與社會期待之間維持有限的判斷空間。相關研究亦指

出，公共服務工作者經常處於規則、價值與責任衝突的張力之中，道德能動性有助

於理解其行動選擇、倫理策略與自我定位（Kaushal-Carter, 2023; O’Kelly & Dubnick, 

2006; Sullivan, 2022）。對警察執法而言，道德能動性不僅涉及是否執行法律，更關

乎如何執行法律，以及是否能在執法過程中回應公平、正義與具體社會需求

（Brown, 1981; May et al., 2014; Reiner, 2010）。儘管裁量權在制度上賦予警察因應

不確定情境的彈性，其實踐仍受到法律邊界、政策訊號與階層命令限制（Goldstein, 

1963; Lipsky, 1980）；因此，行動者是否仍能保有情境判讀與調整能力，成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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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動性能否展現的關鍵（Muir, 1977）。 

為理解道德判斷如何轉化為行動，Rest（1986）提出之四階段模型（道德辨

識、判斷、動機與行動），說明道德行動並非即時反應，而是經由感知與衡量逐步

形成；Ajzen（1991）之計畫行為理論則進一步指出，行動意圖除價值信念外，亦

受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感影響。此一觀點有助於理解警察在執法現場中的選擇，往

往是在行動意圖與組織環境之間反覆權衡，而非單純的服從或抗命。然而，道德能

動性並非總能順利展現。Bandura 所提出之「道德脫勾」（moral disengagement）概

念，即說明行動者可能透過「依法行政」或「服從命令」等認知與語言策略，將行

為後果與自身責任切割。在高度命令導向與問責文化下，此種現象更可能導致機械

式執行與責任轉移，進而削弱行動者的判斷能力（Haque, 2004; Heimer, 2023; 

Mastrofski, 2004）。此時，裁量雖仍存在於制度文本中，卻在實踐層次被壓縮為形

式合法的自我保護策略（Wangrow et al., 2015）。 

然而，既有研究亦指出，道德能動性並不必然表現為公開挑戰制度，而更常是

在制度可容忍範圍內，以低可見度方式進行情境調整。例如，以勸導取代開罰、延

後執行以換取溝通時間、調整處置順序，或透過非正式互動探索制度邊界等，均可

能成為行動者回應倫理要求的實務方式（Haj Youssef et al., 2020; 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0, 2003; Wyatt-Nichol & Franks, 2009）。因此，道德能動性不宜被理解

為抽象的個人特質，而應視為一種在制度限制與倫理要求之間展開的實踐能力。其

既可能因權力距離與制度化問責而受到壓縮，也可能成為基層警察在高度制度化環

境中，維持裁量判斷與道德感知的重要行動資源。 

綜上所述，本文將道德能動性作為分析警察裁量行為的重要視角，以說明基層

警察如何在高權力距離與高度制度化的組織條件下，於服從命令、程序要求與現場

情境之間進行判斷與調整。另，為整合前述關於權力距離、制度治理與裁量實作之

討論，並說明不同裁量行動取向如何在警察組織中形成，本文建構分析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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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高權力距離組織中，基層警察裁量行動的形成歷程 

 
註： 在高權力距離的警察組織中，制度結構與法政策所形成的外部期待，如何透過組織治

理機制轉化為具體的行動壓力，並在行動者道德能動性的調節下，形塑出不同的裁量

行動取向。圖中呈現裁量並非單純的個人選擇，而是制度條件、組織運作與行動者判

斷交互作用的結果。 
資料來源： 本研究自行整理。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 

一、研究取徑與研究者位置 

本研究旨在探討基層警察於高權力距離與高度制度化的組織脈絡中，如何理解

與實作裁量行為，並分析道德能動性如何成為行動者回應制度壓力與現場情境的實

踐能力。由於此一問題涉及警察對命令、規範與執法情境的理解與判斷歷程，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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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量化指標加以掌握，故本文採取詮釋取向之質性研究方法，以行動者經驗與實

務脈絡為分析核心。研究設計上，本文結合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兩種方法：前者用

以理解基層警察對裁量、服從與道德判斷的主觀經驗，後者則作為補充性資料來

源，用以觀察制度規範、非正式互動與情境判斷如何在日常勤務中被實際運作與調

整。 

此外，研究者同時具備基層警察與研究者之雙重身分，屬於內部研究者

（insider researcher）。此一位置有助於長期進入田野並掌握警察勤務中的非正式語

彙、互動模式與制度脈絡，但亦可能因對場域過度熟悉，而產生既有經驗影響研究

詮釋之風險。為降低單一視角所造成的偏誤，本文於研究過程中持續進行反身性檢

視（reflexivity），並透過訪談資料、參與觀察與田野筆記之交叉比對，確認資料理

解與分析脈絡（Chavez, 2008; Merton, 1972）。因此，本文並非意在建構可普遍化的

行為模型，而是透過對基層警察具體經驗的分析，理解裁量如何在制度壓力、命令

服從與現場情境之間被實際運作。 

二、資料來源與樣本說明 

本研究資料來源包含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兩類。深度訪談部分，以北部地區具

第一線執法經驗之現職基層外勤警察為主要對象，共訪談十二位受訪者。4受訪者皆

具備派出所或基層外勤單位之實務經驗，能夠就日常勤務中的裁量判斷、命令服

從、程序壓力與現場處置提出具體敘述。由於本文關注者並非不同縣市或不同單位

之比較，而是基層警察在高權力距離組織條件下的共同經驗與行動理解，故樣本選

取以是否具備第一線執法經驗及能否提供具體裁量經驗為主要考量。 

為兼顧研究說明與受訪者保護，本文受訪者均以 P01 至 P12 代碼呈現，年齡、

 
4  補充說明，依據李震山（2022）、林紀東（1977）及陳新民（2022）等學者的見解，公

務員可分為四種類型：最廣義公務員、廣義公務員、狹義公務員與最狹義公務員。其

中，警察屬於最狹義公務員的範疇，是國家執行公共政策的最前線。對此，作為國家政

策執行的最前線，直接面對民眾，並在資源有限和目標模糊的情況下，擁有一定的行政

裁量權。他們的角色不僅是法律規範的執行者，亦是政策目標的再創造者，但同時受限

於組織內部的上下壓力及績效管理體制的要求，使得基層警察在多重角色與職業期待中

面臨張力與道德困境（Lipsky, 1980; Zacka, 2017）。因此，基層警察作為研究基層官僚在

現代官僚體制下的制度性困境與倫理挑戰的重要對象，具有高度代表性與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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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機關層級與區域分布亦採區間或概括方式標示，不揭露具體服務單位、職稱

細節或可供交叉辨識之資訊。參與觀察資料則來自研究者所處之基層勤務場域，主

要用以補充訪談資料之情境脈絡，協助理解制度規範、非正式互動與現場判斷如何

在日常執法中被實際運作。受訪者基本資料如下表所示。 

表 1 

受訪者資料表 

編號 年齡區間 年資區間 性別 機關層級 區域分布 
P01 20-29 2-5 年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02 30-39 2-5 年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03 20-29 6-9 年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04 20-29 6-9 年 女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05 20-29 2-5 年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06 30-39 10 年以上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07 30-39 6-9 年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08 30-39 10 年以上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09 20-29 2-5 年 女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10 40-49 10 年以上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11 30-39 10 年以上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P12 30-39 6-9 年 男 基層外勤單位 北部地區 

註：本研究受訪者涵蓋不同年齡區間、服務年資、勤務類型與勤務區域，以呈現基層警察

在不同執法情境下之裁量經驗與制度回應。考量警察場域之高度可辨識性，本文並未

進一步揭露具體服務單位、警種或勤務區域細節，而係採概括方式呈現，以兼顧研究

說明與匿名保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資料蒐集方法：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作為主要資料蒐集方法。深度訪談用

以蒐集基層警察對裁量權、命令服從、制度壓力與道德判斷之主觀經驗；參與觀察

則作為情境性補充資料，用以理解制度規範、勤務安排、非正式互動與裁量行為如

何在日常執法中實際運作。此一設計旨在避免僅從訪談敘事理解裁量經驗，而能進

一步掌握受訪者敘說所依附的勤務脈絡與組織情境。 

深度訪談對象為北部地區具第一線執法經驗之現職基層外勤警察。訪談採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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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式進行，研究者依據研究問題設計訪談主軸，並保留受訪者依其實際經驗補充具

體案例與情境細節之空間（巴比〔Babbie〕，2015/2016；葉至誠、葉立誠，

1999）。訪談內容聚焦於受訪者在日常勤務中面對制度規範、上級命令、現場情境

與責任風險時，如何理解並行使裁量權，以及其背後所涉及的道德判斷與行動調

整。訪談內容經受訪者同意後整理與轉寫，作為後續分析裁量實作與道德能動性的

主要資料來源。為使讀者理解本文之訪談設計，訪談大綱列示如下： 

表 2 

訪談大綱 

主題面向 訪談問題 

一、基本工作

經驗與組

織情境 

1. 請簡要說明您的外勤工作經驗、服務年資與主要勤務內容。2. 您如何理解警察組織

中的命令、層級與日常工作要求？3. 在日常勤務中，您認為基層警察最常面對哪些制

度壓力或工作限制？ 

二、裁量權的

理解與使

用經驗 

1. 您如何理解基層警察在執法現場中的裁量權？2. 在什麼情況下，您會選擇嚴格依程

序處理？3. 在什麼情況下，您會嘗試彈性處理或調整處置方式？4. 您是否曾遇過現場

判斷與標準作業程序不完全一致的情形？當時如何處理？ 

三、高權力距

離與命令

服從 

1. 當上級指示與現場情境產生落差時，您通常如何判斷？2. 您是否曾因擔心違反上級

指示，而放棄原本認為較合宜的處置方式？3. 您是否會擔心因現場判斷而被長官檢

討、民眾申訴或事後究責？4. 您如何判斷哪些行動是組織可以接受的，哪些行動可能

帶來風險？ 

四、 程 序 遵

循、責任

風險與現

場判斷 

1. 在您的經驗中，「照規定處理」通常代表什麼意義？2. 您是否曾遇過依法或照程序

處理，卻覺得未必最符合現場需求的情形？3. 當程序要求與現場狀況衝突時，您會優

先考量哪些因素？4. 您如何理解「不出錯」、「可被交代」與「處理得合宜」之間的關

係？ 

五、道德判斷

與道德能

動性 

1. 您是否曾在執法過程中感受到道德上的掙扎或壓力？2. 在您看來，什麼樣的處置方

式才算是「比較合宜」或「比較有溫度」？3. 您是否曾為了避免造成民眾不必要的傷

害或衝突，而調整處理方式？4. 當您認為某項命令或程序未必完全符合現場需求時，

您會如何回應？ 

六、行動調整

與實務拿

捏 

1. 您是否曾透過語氣、處置順序、勸導、延後處理或分段處置等方式調整執法？2. 這
類調整通常發生在什麼情境中？3. 您如何判斷調整到什麼程度仍屬於組織可以接受的

範圍？4. 您是否認為不同員警會因年資、經驗或上級風格不同，而採取不同處理方

式？ 

七、非正式規

範與經驗

傳遞 

1. 學長姐或同仁的經驗，是否會影響您對案件處理方式的判斷？2. 派出所內部是否存

在某些未明文規定、但大家知道如何拿捏的作法？3. 您是否曾從同仁討論或案例分享

中學到如何處理裁量與責任風險？4. 您認為這些非正式經驗對基層警察的裁量判斷有

何影響？ 

八、整體反思 
1. 您認為目前警察組織是否提供足夠空間，讓基層員警依現場情境進行判斷？2. 您認

為基層警察在服從命令與專業判斷之間，最大的困難是什麼？3. 若制度希望基層警察

能更合宜地行使裁量，您認為需要哪些支持或改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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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深度訪談外，本文亦以參與觀察作為補充性資料來源，以理解制度規範、勤

務要求與非正式互動如何在日常執法中被實際運作。參與觀察主要集中於研究者所

處之基層勤務場域，觀察內容包含勤務分配、案件處理過程、同仁間之非正式討

論，以及對上級命令與勤務要求之回應方式。相關觀察內容以田野筆記方式整理，

並於後續分析中與訪談資料交叉比對，以協助理解裁量行為與道德判斷所依附之具

體行動脈絡（Chavez, 2008; Merton, 1972；潘淑滿，2022）。考量研究場域之敏感

性，本文於呈現參與觀察資料時，僅以概括情境方式描述，不揭露具體勤務日期、

單位名稱或足以辨識特定人員之資訊。5 

四、資料分析策略與研究倫理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資料之交叉比對，分析基層警察在高權力距離

與制度化組織脈絡下，對裁量行為、命令服從、責任風險與道德判斷之經驗理解。

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反覆閱讀訪談逐字稿與田野筆記，整理受訪者在制度壓力、程

序遵循與現場情境中的行動經驗與判斷方式，並進一步與基層官僚裁量、權力距離

與道德能動性等相關理論進行對話，以理解制度條件如何形塑基層警察的裁量實

作。。 

在研究倫理方面，考量警察場域具有高度可辨識性，且受訪者可能承受組織與

職涯風險，本文於資料蒐集與呈現過程中均採取去識別化處理。所有受訪者均於訪

談前知悉研究目的與匿名原則，並於同意後始進行訪談；訪談資料以 P01 至 P12 代

碼呈現，不揭露具體服務單位、職稱細節或可供交叉辨識之資訊。參與觀察資料亦

僅以概括情境呈現，不記載具體時間、地點與單位名稱。上述處理係基於場域保護

與研究倫理所作之方法選擇，以確保受訪者能在相對安全的條件下表達其實際經驗

 
5  補充說明，本文於參與觀察部分僅概述研究期間，而未具體記載觀察之起訖時間或逐日

紀錄，係基於研究倫理與場域保護之考量。由於警察組織屬高度可辨識且具明確勤務節

奏之工作場域，若交代過於精確之觀察時間、頻率或時序安排，易透過勤務輪值、事件

回溯或組織人事結構而推測特定研究場域或研究者周遭身分。為降低受訪者與研究場域

承受之潛在風險，本文刻意避免採取完整時序式或日誌式呈現方式，而以概括性描述說

明參與觀察之性質與分析功能。此一處理方式，亦反映本研究之參與觀察並非以民族誌

式描寫為目的，而是作為理解制度規範如何在日常執法中被實作之補充資料來源，其分

析重點置於行動脈絡與制度互動，而非時間密度或事件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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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道德判斷。 

肆、資料分析 

一、高權力距離下的裁量經驗：程序遵循與現場判斷的拉扯 

在高度科層化的警察組織中，基層警察雖然身處第一線，最直接面對案件情

境、民眾反應與現場變化，但其判斷是否能被採納，往往仍取決於上級命令、標準

作業程序與事後檢核機制。換言之，影響基層警察行動選擇的，並非僅是其是否具

備判斷能力，而是現場判斷是否能被組織承認，以及偏離程序後是否需要自行承擔

責任。 

多數受訪者指出，實務上即使員警能夠判斷現場特殊性，也清楚某些作法可能

更符合當下情境，仍經常被要求回到既定程序或上級指示。受訪者 P03 形容：「我

總感覺我們就像是一部機器，很多決定都已經在上面決定好了，現場的特殊情況就

算我們知道怎麼處理比較好，也很少會被採納。」（受訪者 P03，年資 6-9 年）另

有受訪者 P04 亦提到：「其實很多事情大家心裡都知道怎麼處理比較不會那麼硬，

可是你只要沒照程序走，後面可能就會一直被問，所以最後大家還是會選擇照規定

來。」（受訪者 P04，年資 6-9 年）此一說法反映出基層警察在高權力距離組織中

的典型經驗：第一線員警雖然最接近問題現場，卻未必擁有相應的決策影響力；其

專業判斷並非全然不存在，而是經常被置於較低順位。 

在此情境下，程序遵循逐漸成為最安全、也最容易被交代的行動方式。受訪者

P01 提到：「依現場做判斷，很快就會被提醒要按規定走，久了真的會懷疑自己的

專業還有沒有用。」（受訪者 P01，年資 2-5 年）受訪者 P07 也指出：「最保險的

方式就是照程序來，至少數字、紀錄都不會出問題。」（受訪者P07，年資 6-9年）

這些經驗顯示，基層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所面對的，並不只是「是否有裁量權」的問

題，而是「動用裁量後能否被組織理解與接受」的問題。當處置方式稍微偏離標準

流程，員警便可能面臨說明、檢討，甚至被質疑判斷是否適當；相較之下，依程序

行事即使未必最符合情境需求，卻能提供較明確的責任保護。 

參與觀察中亦可看見此種程序安全的行動邏輯。例如在處理輕微交通違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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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原先以口頭提醒方式與民眾溝通，現場互動亦未出現明顯衝突；然而，當勤務

重點涉及專案取締或上級要求加強取締時，員警便會轉向較明確的程序處理，並以

「這個最近有在要求」或「這個要留下紀錄」作為行動理由。此類情境顯示，員警

並非完全不能判斷違規情節輕重，而是會先評估案件是否已被納入可被檢核的勤務

要求，再決定是否仍有調整空間（作者田野觀察，交通違規處理情境，研究期

間）。 

當程序要求與現場狀況發生落差時，基層警察的遲疑更為明顯。受訪者 P09 指

出：「照規定做，感覺對民眾很冷漠；但如果依現場狀況調整，又會擔心違反上級

的指示。」（受訪者 P09，年資 2-5 年）受訪者 P10 亦表示：「我們明知道現場有

特殊性，可是一想到可能被究責，就會開始猶豫。」（受訪者 P10，年資 10 年以

上）這些語料說明，基層警察的猶豫並非單純來自個人性格或執法態度，而是來自

制度期待與現場判斷之間的緊張關係。員警並非不知道案件有特殊性，也不一定認

為程序處理最合宜；然而，一旦情境判斷可能導致後續責任不明或被追問，其行動

就容易回到程序本身。 

此種情形在日常勤務中亦反覆出現。研究者觀察到，在民眾糾紛、噪音陳情或

輕微違序案件中，員警通常會先判斷案件是否可能引發後續申訴、通報或長官關

注。若案件尚停留於初步接觸階段，員警較可能透過口頭勸導、延後處置或調整溝

通語氣，使事件不致立即進入正式程序；但若當事人情緒升高、民眾明確表示要申

訴，或勤務紀錄已經形成，員警的行動便會快速轉向保守處理，並優先確保程序完

整與紀錄可供說明（作者田野觀察，民眾糾紛與陳情處理情境，研究期間）。這說

明裁量是否被啟動，並不只是取決於法律規範是否允許，更與案件是否進入組織可

見的檢核程序有關。 

不過，高權力距離並不意味裁量完全消失。資料顯示，即便正式裁量空間受到

壓縮，基層警察仍可能在不明顯違反規定的前提下進行小幅調整。受訪者 P11 提

到：「我們其實有一種默契，知道哪些狀況可以稍微彈性處理。」（受訪者 P11，

年資 10 年以上）受訪者 P06 也指出：「有些東西規定沒寫得那麼細，就靠學長姐

教，慢慢知道怎麼拿捏。」（受訪者 P06，年資 10 年以上）這些說法顯示，基層警

察的裁量並非總是以正式、明確或可見的方式出現，而是常透過同儕經驗、非正式

默契與對組織容忍界線的判斷，在日常執法中被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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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觀察亦顯示，這類調整多半不會被員警明確稱為「裁量」，而是以「看狀

況」、「先不要把事情弄大」、「能勸就先勸」等實務語彙出現。例如在夜間噪音

案件中，員警到場後通常會先確認是否已有多次報案紀錄、現場是否仍持續發生噪

音，以及報案人是否堅持要求開罰；若情況尚可控制，員警多會先以勸導、提醒或

要求改善方式處理，而非立即進入裁罰程序。此類作法並未偏離法律規範，卻在執

行順序與互動方式上保留了有限彈性（作者田野觀察，夜間噪音陳情處理情境，研

究期間）。 

綜合上述資料可見，高權力距離並未直接取消基層警察的裁量權，而是使裁量

的動用變得更為謹慎。基層警察在現場並非沒有判斷，而是必須先確認處置方式是

否合規、是否可被交代，以及事後是否可能引發責任檢視。也因此，裁量往往不以

明顯偏離規範的形式出現，而是轉入處置順序、互動語氣、執行節奏與是否立即啟

動正式程序等細節之中。這種程序遵循與現場判斷之間的拉扯，說明高權力距離組

織並非使裁量消失，而是改變了基層警察理解與使用裁量的方式。 
 

二、服從命令中的道德判斷：基層警察如何理解「應該怎麼做」 

在高度服從導向的警察組織中，基層警察的道德判斷並不必然消失，而是經常

以較為隱微的方式存在於命令執行過程之中。對多數受訪者而言，「服從命令」並

不代表完全放棄判斷，而是在既有規範、上級要求與現場情境之間，持續評估何種

處置方式較能兼顧合法性、可交代性與現場需求。換言之，道德能動性在此並非表

現為公開抗命，而是表現在員警是否仍能意識到行動後果，並在制度可容許的範圍

內思考「應該怎麼做」。 

當書面規定未能清楚涵蓋具體情境時，部分受訪者會將個人經驗與價值判斷作

為處置依據。受訪者 P05 提到：「規定沒有寫清楚時，只能靠自己的判斷。如果能

讓處理方式更有溫度，社會對警察的看法也會比較正面。」（受訪者 P05，年資 2-5

年）此一說法顯示，在規範留下模糊空間時，裁量不只是形式上的法律授權，也成

為員警衡量「這樣處理是否合適」的實作資源。此時，基層警察並非否定程序要

求，而是試圖在合法範圍內，使處置方式更貼近現場需求。 

然而，道德判斷能否轉化為行動，仍受到制度風險的限制。受訪者 P02 即表

示：「我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沒必要那麼做，但我還是會選擇照規定來，至少不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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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被懲處。」（受訪者 P02，年資 2-5 年）這段語料說明，員警即使已經意識

到程序處理可能過度僵化，也未必會因此調整行動。關鍵並不在於其是否具備道德

判斷，而在於這項判斷是否能安全地進入實際處置。也因此，道德能動性在警察組

織中常呈現出一種受節制的狀態：行動者知道何者較為合宜，卻必須先衡量是否會

引發後續究責。 

參與觀察亦呈現相似現象。在日常勤務中，員警面對輕微違序、民眾陳情或低

衝突案件時，常會先以「有沒有必要做到那一步」作為判斷基準，而不是立即啟動

完整程序。例如在夜間臨檢情境中，面對未能立即出示證件且態度略顯抗拒的民

眾，員警並未立刻升高處置，而是先說明臨檢目的、確認身分背景，並嘗試以其他

方式完成查證。勤務結束後，該員警提到：「這種小事如果直接走程序，其實很容

易變成對民眾的不必要干擾。我知道規定可以這樣做，但我不覺得每一次都非得用

到那一步。」（作者田野觀察，夜間臨檢情境，研究期間）此一觀察顯示，道德能

動性並非否定制度權限，而是體現在行動者對「是否有必要動用完整程序」的衡

量。 

在命令明確存在的情境中，部分員警也會將命令理解為必須回應的框架，而非

不可調整的行動腳本。受訪者 P07 指出：「有些命令明顯是上面的壓力，但如果照

做會違背我的專業判斷，我會想辦法用比較合適的方式去執行，而不是完全照單全

收。」（受訪者 P07，年資 6-9 年）這類行動並非直接違抗命令，而是在命令範圍

內調整執行方式，使處置結果仍能符合組織要求，同時保留員警對現場合宜性的判

斷。換言之，基層警察的道德能動性並不一定表現為「是否服從」的二分選擇，而

是表現在「如何執行」的細節安排之中。 

這種判斷也常透過非正式經驗被延續。受訪者 P12 表示：「學長會教我們一些

實務上的做法，有時候這些比規定更能告訴你怎麼處理比較恰當。」（受訪者

P12，年資 6-9 年）受訪者 P03 亦提到：「真正讓我知道怎麼在規範跟現場之間拿捏

的，是跟著前輩學來的。」（受訪者 P03，年資 6-9 年）這些說法顯示，基層警察

對「應該怎麼做」的理解，並不只來自正式規範，也來自組織日常中的案例分享、

同儕提醒與經驗傳遞。 

研究者在派出所內部互動中亦觀察到，資深員警常以過往案例提醒年輕同仁：

哪些情境可以先勸導、哪些狀況必須立即留下紀錄、哪些案件若處理過度反而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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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衝突。例如在噪音陳情或鄰里糾紛案件中，同仁間常出現「先勸看看」、「不

要一開始就開罰」、「如果對方情緒起來就要記清楚」等實務提醒。這些提醒並非

正式規範，卻實際影響員警如何在程序與現場之間拿捏（作者田野觀察，派出所內

部案件討論情境，研究期間）。由此可見，道德能動性並非單純存在於個別員警的

內在良知，而是透過工作經驗與非正式互動，在組織日常中被學習、修正與傳遞。 

綜論，基層警察的道德能動性並非穩定不變的個人特質，而是一種受到制度條

件限制的實作能力。員警在服從命令的同時，仍可能意識到現場情境的差異、程序

處理的後果，以及民眾可能承受的影響；但這些判斷能否進入行動，則取決於其對

風險、責任與組織容忍界線的評估。是以，道德能動性在高權力距離組織中並非以

公開抗命的方式出現，而是透過語氣調整、程序延後、處置順序安排與非正式經驗

傳遞，在制度可接受的範圍內保留有限的現場判斷。 

三、制度壓力下的行動調整：裁量差異與道德能動性的有限展現 

訪談與參與觀察資料顯示，基層警察在制度壓力下並非缺乏對情境合宜性的感

知，而是經常無法將此種判斷直接轉化為可被組織接受的行動或語言。多位受訪者

提到，實務上許多命令雖以「依法行政」或「照規定辦理」的形式出現，但現場情

境往往比程序語言更為複雜。受訪者 P02 即表示：「有時候我們心裡很清楚，這種

案件其實可以更人性化處理，但上面講的永遠只有依法行政，久了真的會覺得自己

只是在照程序跑。」（受訪者 P02，年資 2-5 年）受訪者 P01 也提到：「我知道他

只是找個地方睡覺，但還是得趕他走，那一刻真的覺得自己像一個沒有靈魂的軀

殼。」（受訪者 P01，年資 2-5 年） 

這些經驗說明，基層警察並非沒有道德感知，而是當不同處置意見可能被理解

為對命令的質疑，甚至被視為不夠配合時，沉默往往成為較安全的選擇。受訪者

P09 指出：「不是不想做對的事，而是這個體系讓你不敢去做，因為每一個決定最

後都可能回到你身上。」（受訪者 P09，年資 2-5 年）在此情境下，道德判斷並未

消失，而是常被保留在內在感受層次，未必能進入正式處置。換言之，沉默並不必

然代表冷漠，而是制度壓力下的一種風險迴避。 

參與觀察亦呈現此種行動邏輯。例如在輕微違規處理情境中，員警原先傾向以

勸導方式處理，現場也未出現明顯衝突；但當長官到場後要求立即開罰，該員警便



權力距離下的裁量與道德能動性：基層警察的服從倫理與制度回應 

‧47‧ 

改採正式處置。事後該員警低聲表示：「不這樣做會被覺得不夠果斷。」（作者田

野觀察，輕微違規處理情境，研究期間）此一場景顯示，員警並非不理解較溫和處

置的可能性，而是在特定權威關係與現場可見性提高的情況下，選擇較能避免後續

質疑的行動。 

然而，沉默與服從並不代表基層警察完全放棄判斷。資料也顯示，部分員警會

在不觸發問責的前提下，嘗試將道德判斷轉化為細部調整。受訪者 P09 提到：「有

些規定看起來不能變通，但實際執行時，還是會找到一點空間。」（受訪者 P09，

年資 2-5 年）受訪者 P10 也說：「上級有很明確的指令，但我會根據現場狀況，調

整我怎麼去做。」（受訪者 P10，年資 10 年以上）受訪者 P11 則將此形容為一種折

衷：「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們學的是怎麼在不違反制度的情況下，找到一個

可以接受的折衷。」（受訪者 P11，年資 10 年以上） 

這類調整多半不是對命令本身的否定，而是在既有命令框架內重新安排處置順

序、互動方式或執行節奏。參與觀察中，在家暴案件處理情境裡，員警於完成必要

程序與安全確認後，優先聯繫社工與相關支持資源，而非立即將處置重心放在強制

性措施上。此一作法並未偏離法定程序，卻將行動重點從單純完成程序，調整為降

低當事人後續傷害與衝突升高的可能性（作者田野觀察，家暴案件處理情境，研究

期間）。這種調整說明，道德能動性在制度壓力下並非以明顯對抗的方式出現，而

是透過處置重心的安排，使情境需求仍有進入行動的可能。 

相較於服從或抗命的二分，更常見的情況是基層警察以「最低風險」方式維持

有限的判斷空間。受訪者 P08 指出：「有時候只能用最小違規風險的方式來執行，

而不是直接抗命。」（受訪者 P08，年資 10 年以上）受訪者 P02 亦表示：「如果你

的上司很重規則，你自然就會變得比較保守。」（受訪者 P02，年資 2-5 年）這些

說法顯示，行動者是否願意調整，不只取決於個人價值，也與上級風格、案件風

險、事後責任與自身經驗有關。 

參與觀察中亦可見，面對較高張力的群眾或陳抗勤務時，員警未必立即採取強

制性處置，而可能先透過延長溝通時間、降低語言強度、分段執行或調整隊形距

離，降低現場衝突升高的可能。此類作法表面上仍屬命令執行的一部分，但實際上

已經在執行節奏與互動方式上保留了判斷空間（作者田野觀察，群眾勤務處理情

境，研究期間）。這種微幅調整雖不容易被正式紀錄為裁量，卻是基層警察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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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下維持情境回應的重要方式。 

由此也可回應裁量是否造成執法差異的問題。本文資料顯示，裁量確實可能使

不同員警在相似情境中採取不同處置方式；但此種差異不宜直接理解為個人任意或

執法不一，而應放在制度壓力與責任風險中理解。部分員警傾向嚴格依程序處理，

是因其將裁量視為可能引發究責的風險；另有部分員警則因較熟悉組織運作、上級

風格或案件界線，而能在不明顯違反規範的前提下保留調整空間。因此，執法差異

並非單純來自個人偏好，而是行動者在命令、規範、現場情境與責任風險之間權衡

後的結果。 

職是之故，基層警察在制度壓力下的行動選擇，並非只有服從或抗命兩種形

式。當風險較高或權威可見性提高時，道德判斷可能轉為沉默；當案件仍有操作空

間時，員警則可能透過語氣、程序、處置順序或執行節奏進行有限調整。這些經驗

說明，道德能動性在高權力距離組織中具有明顯限制，但並未完全消失。它更常以

低幅度、低可見度的方式存在於日常執法細節之中，並在不同員警對制度風險與現

場情境的判讀差異中，形成有限但可觀察的裁量差異。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在高權力距離的警察組織中，基層警察的裁量權並未如制度文本

所預設般自由運作，而是經常被重新理解為一種需謹慎動用的行動選項。如資料顯

示，基層員警在面對現場情境時，並非缺乏專業判斷，也並非完全沒有裁量空間；

然而，當行動可能偏離標準程序、引發上級質疑或增加事後說明負擔時，多數員警

會優先選擇較容易被交代的處理方式。因此，裁量並未消失，而是被嵌入程序遵

循、責任風險與組織檢核之中，形成一種以「不出錯」與「可說明」為核心的行動

傾向。 

次論，本研究發現，基層警察對裁量的使用並非一致，而是受到年資經驗、上

級風格、案件風險與組織容忍界線的影響。部分員警傾向嚴格依循標準作業程序，

將裁量視為可能帶來究責的不確定因素；另有部分員警則會在不明顯違反規範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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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透過處置順序、溝通語氣、執行節奏或是否立即啟動正式程序等方式進行有

限調整。由此可見，裁量確實可能造成執法處置上的差異，但此種差異不宜直接理

解為個人任意或執法不一，而應視為行動者在制度壓力、現場需求與責任風險之間

進行權衡後的結果。 

再論，本研究顯示，道德能動性在高權力距離組織中並非以公開抗命或明顯偏

離規範的方式呈現，而是以較低可見度的形式存在於日常執法細節之中。基層員警

即使服從命令，仍可能持續思考何種處置方式較為合宜、是否有必要動用完整程

序，以及如何避免處置過程對民眾造成不必要干擾。此種判斷有時停留在內在感受

層次，形成沉默與道德壓抑；有時則透過勸導、延後處置、調整溝通方式或重新安

排處置重心等方式，轉化為有限的行動調整。換言之，道德能動性不是單純的個人

良知表現，而是在制度限制下仍嘗試理解行動後果、衡量現場需求並調整執行方式

的實作能力。 

又論，本研究發現，非正式規範與同儕經驗是道德能動性得以延續的重要條

件。基層警察對「哪些情況可以彈性處理」、「哪些處置需要留下紀錄」、「如何

避免衝突升高」的理解，往往不是單純來自正式法規或書面程序，而是在日常勤

務、案例討論與資深員警經驗傳遞中逐步形成。這使得裁量在高度服從導向的制度

中，仍能以細部調整與默會經驗的形式持續存在。然而，此種能動性的展現高度依

賴組織容忍界線與行動者的風險判斷，因此具有不穩定與受限的特性。故，本文指

出，高權力距離並未使裁量與道德判斷完全消失，而是改變了它們被理解、動用與

呈現的方式；基層警察的裁量實作，正是在服從命令、程序安全與道德判斷之間持

續協調的結果。 

二、理論對話與研究反思 

本研究對既有基層官僚與警察裁量研究的主要補充，在於指出基層警察的裁量

行為並非單純源自法律授權或個人判斷，而是深度嵌入於高權力距離、程序要求與

問責壓力交織而成的制度環境之中。相較於 Lipsky（1980）所強調的基層官僚在資

源不足、目標模糊與規則壓力下形成裁量空間，本文進一步顯示，在高度科層化與

服從導向的警察組織中，裁量雖然仍是第一線執法不可或缺的實務條件，卻經常被

行動者理解為可能引發究責的風險來源。也就是說，裁量不只是「可否行使」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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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問題，更是「是否值得動用」與「如何安全動用」的行動問題。 

此一發現亦可與 Mastrofski（2004）關於警察裁量控制的討論形成對話。既有

研究多關注組織如何透過監督、規範與管理機制限制警察裁量；本文則補充指出，

裁量的壓縮不必然表現為正式權限的消失，而是體現在行動者對程序安全、責任歸

屬與事後可說明性的預先考量。換言之，組織控制不只透過明文規範運作，也會透

過成員對風險的預期，內化為日常勤務中的行動習慣。 

在道德能動性的理論意義上，本文亦對 Zacka（2017）與 Bandura（2002, 

2017）的討論提供經驗補充。Zacka 提醒我們，基層官僚並非單純執行制度，而是

在制度要求與具體個案之間承受道德壓力；Bandura 則指出，道德能動性涉及行動

者對行為後果的理解、責任意識與自我調節。本文進一步顯示，在警察組織脈絡

中，道德能動性並不常以公開抗命或明顯偏離規範的形式出現，而是多半呈現為低

可見度的實務調整。基層警察可能透過延後處置、調整語氣、重新安排處置順序、

先行勸導或引入支持資源等方式，使現場需求仍能在制度容許範圍內被部分回應。

這些行動雖未改變正式規範，卻顯示道德判斷並未完全被制度消除，而是被壓縮、

節制並轉入執行細節。 

因此，道德能動性不宜被理解為單純的個人品格或道德勇氣，而應被視為一種

需要制度條件支持的實踐能力。若組織持續將「照 SOP 執行」視為唯一安全選項，

行動者即使能察覺現場情境中的不合宜，也可能因責任風險而選擇沉默或策略性服

從。此點與 Hupe 與 Hill（2007）關於基層官僚課責關係的討論相互呼應：前線行動

者並非只面對抽象法規，而是同時面對上級、民眾、組織評價與事後審查等多重課

責壓力。在警察組織中，這些壓力進一步受到權力距離與命令文化強化，使道德判

斷能否轉化為行動，取決於行動者是否能在制度可承受的範圍內找到操作空間。 

基於此，本文認為，高權力距離警察組織中的裁量問題，核心不只是「裁量太

多」或「裁量太少」，而是制度如何理解、承認並處理第一線行動者的情境判斷。

若組織僅將裁量視為風險，基層警察便可能逐漸將程序正確置於情境合宜之前；若

組織能提供較明確的討論空間與支持機制，則裁量有可能從個別員警自行承擔的風

險，轉化為可被組織理解的專業判斷。本文所揭示的沉默、微調與非正式經驗傳

遞，正是理解警察裁量如何在秩序維持與道德判斷之間被實作的重要起點。 

最後，本文亦有若干限制。作為內部研究者，研究者得以長期理解警察日常語



權力距離下的裁量與道德能動性：基層警察的服從倫理與制度回應 

‧51‧ 

彙、勤務脈絡與非正式規範，但也可能因熟悉場域而將部分組織慣習視為理所當

然；本文雖透過訪談與參與觀察相互對照，仍須承認研究者位置對資料理解與分析

焦點具有影響。此外，參與觀察主要來自單一派出所場域，且基於研究倫理與場域

保護，未完整揭露觀察時序與操作細節；此一處理有助於降低受訪者與場域被辨識

之風險，但也限制讀者對觀察資料形成過程的檢視。樣本方面，受訪者年資多集中

於 2 至 15 年之間，40 至 49 歲區間亦僅有一名受訪者，故本文尚不足以系統比較不

同年齡層、資深警察或主管職務者之裁量模式。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擴大不同年資、

勤業務類型與組織層級樣本，並結合量化研究檢驗裁量策略與道德傾向之分布情形

（Wilkins & Williams, 2008），亦可透過跨國比較釐清不同權力距離與警政文化下

裁量與道德能動性的制度條件（Bayley, 1985）。隨著科技監控與人工智慧逐步進入

執法場域，數位治理如何影響警察裁量判斷與警政倫理，亦值得後續研究持續關注

（黃妍甄，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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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frontline police officers exercise discretion 
within high power-distance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focus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oral agency is expressed or constrained. In Taiwan’s 
police system,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and obedien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end to redefine professional judgment as procedurally compliant and 
auditable action. Nevertheless, situational variability and ethical demands in 
street-level law enforcement continue to require officers to make context-
sensitive judgments amid commands, rules, and on-site conditions. 

Drawing on Lipsky’s theory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Zacka’s 
framework of moral dispositions, and Bandura’s concepts of moral agenc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this study adopts an 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approach. Empir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welve frontline police officers and supplemented b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llowing for an analysis of how officers adjust their enforcement practices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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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igh power-distance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significantly compress the visible space for discretion, leading most officers 
to adopt compliance-oriented strategies aimed at minimizing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risk. However, some officers continue to preserve limit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through informal norms, sequencing of enforcement 
actions, and low-visibility adjustments that remain within institutionally 
tolerable boundarie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discretion in high power-distance organizations 
does not disappear but is transformed into a practical question of whether and 
how discretion is activated. Moral agency emerges as a key analy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is transformation, highlighting how ethical judgment 
persists—albeit in constrained and situationally negotiated forms—within 
bureaucratic law enforcement settings. 

Keywords: frontline police officers; discretion; moral agency; power 
distance; bureaucratic culture 




